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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式加入与分裂式归附*

———基于泰北华人的研究

黎相宜，古若愚

摘 要:由于受到辗转流徙的历史心性与族群记忆的影响，泰北华人在与国家互动、定位自身的过程中，
采取了“逃离式加入”的身份策略。他们一方面积极争取泰国公民权及在泰定居权，一方面维持着与不同政
治实体的有效互动，试图利用这种流动性、灵活性与边缘性争取最大程度的自决空间。为了应对泰国国家的
政治整合，泰北华人还发展出“分裂式归附”的策略，通过道德化国王，以认可国家传统权威的“加入”方式达
到对现代权威的逃离。他们充分利用效忠皇室的话语体系，能动性地演绎与创造了地方的国家秩序，以维护
自己在边缘区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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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学者发现有关“国家”议题之所以难以研究，因为国家既是组织、体系和实
践的客观实在，也是主观建构的想象①。学者就国家的想象与建构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格尔茨的“剧场
国家”描述了一种由中心向外衍射的政治模式，国家通过仪式在想象与真实中进行展演②。而“国家效
应”( state effect) 研究则在关注国家本身的同时，也对国家权力之外的力量及其与国家的互动进行了讨
论③。这些研究并非要否定国家的作用，而是更关注国家之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过程以及非正式权力
在社会运作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米切尔指出，国家与社会边界并非二元对立、截然分明的，国家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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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感知是因其所产生的感觉效应造成的①。利奇在关于缅甸高地政治体系的研究中指出，克钦人的政
治体系是动态平衡的，这种结构是对需要组织东南亚陆上贸易或侵略的一种反应②。斯科特则沿着利奇
有关缅甸高地“无国家社会”的政治体系思路，进一步提出“赞米亚”( Zomia) 概念，指出中国西南与东南
亚延绵的高地社会具有逃脱式农业形态、居住形态分散、社会结构平等甚至包括其无文字状态等特征。
这些均是赞米亚高地人群远离国家统治、躲避战争混乱、免去赋税劳役的政治选择结果。而高地社会本
身就是国家效应下的产物③。

斯科特的赞米亚研究及其对国家效应的讨论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不少学者结合实际的国家与
族群经验，与斯科特展开了积极对话④。同时，斯科特的研究也遭致诸多批评。有学者指出斯科特忽略
了山地与低地商人的贸易问题，更忽视了山地社会自生阶序的问题，将山地平权型社会过分简化为无国
家政治立场选择的结果⑤。也有学者指出斯科特的论述具有小农式政治浪漫主义色彩，“高贵野蛮人”
的想象较为明显，没有看到山地民族对于国家妥协与融合的方面⑥。此外，斯科特的赞米亚研究仍有许
多值得进一步深入反思与研究的地方。首先，从时间所指涉的范畴来看，斯科特将时间上限定在了 20
世纪 50 年代。而后现代国家政体的概念逐渐形成，高地人群的相对自主性大为降低。但与此同时，我
们不能忽略“历史心性”与“族群记忆”对于群体政治倾向的影响。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
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⑦。曾经有着逃离国家倾向的边缘群体在逐渐接受国家整合以及
国家对其国族身份建构的背景下，是如何处理与国家的关系并定位自己的? 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深入研
究。其次，从国家所指涉的维度来看，斯科特所讨论的赞米亚政体包括了逃离国家与持续排除国家权威
两个层面。他将谷地国家视作垂直式权威，而高地人群的权威结构则更多被看成是水平式的，但即便是
谷地国家，也并非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由不同层次、结构和元素构成的耦合体。斯科特对于高地人
群是如何理解国家中不同垂直式权威的并没有讨论。后面延续这一主题的研究(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
对者) 也主要聚焦于“逃离 /加入”层面，而没有深入分析族群对于不同国家权威的看法和倾向。事实
上，国家与权威是具有多层维度的。这既体现于逃离 /加入的二元分类在实际政治进程中的复杂性上，
也表现在垂直式权威内部的多元亚类型上。因此，进一步拓展国家与权威的多层维度是深化国家效应
与赞米亚研究的一个方向。

斯科特的国家效应模式主要被用于边境山地族群的研究，很少用于对赞米亚区域的海外华人的讨
论。这既与华人通常不被视作山地民族有关，也与海外华人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仍以国家、文明为中
心叙事框架有着密切关系。以泰国为例，泰国华人研究一直受到施坚雅“同化论”范式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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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论”认为泰国华人会逐渐同化于泰国当地社会，最终与泰国人无异①。但也有学者认为施坚雅的
同化论过于简化，实际上泰国华人在几代之后依然保持着自身的华人认同，尤其是在中泰关系改善、中
国新移民涌入泰国后，泰国华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具弹性与多元性②。一些学者则综合了上述两种观点，
认为泰国华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族裔性，但语言上已经迅速同化于泰国社会，同时也建立起对泰
国的国家认同③。其中，泰北华人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而受到学界关注。泰北地处泰缅边境，历史上
是云南华人马帮的必经地与中转站④。二战后国民党军队余部及其眷属在此辗转多年而定居于“华侨
村”，他们与外界相对隔离，华人的语言、文化与习俗得到保留⑤。由于其他从中国东南沿海跨海迁徙而
来的华人( overseas Chinese) 与跨陆华人( overland Chinese) 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互动，使其“华人性”( Chi-
neseness) 得到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施坚雅的论点造成冲击。在上述研究中，华人 /泰人、同化 /非同
化、华人性 /去华人性等几对概念得到很深入的探讨。这一方面促进了有关泰国华人研究的繁荣与发
展，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泰国华人的研究主题与理论拓展。此外，无论在施坚雅本人还是后续研究者的
眼中，泰国华人要么已经从“他者”变成“我者”同化于泰国社会，要么则是维持着对于中国大陆或中国
台湾认同的“他者”。

上述讨论忽略了泰国华人尤其是泰北华人内部的能动性、独立性、在地性与多元性。更为重要的
是，泰北华人实际上深嵌于“赞米亚”区域的历史进程与政治情境中，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与国家互动并
定位自身的身份策略及理解国家权威的想象体系。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了解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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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华人无论在人口结构还是其所处的历史进程上均具有杂糅性、多元性及复杂性:他们中的一些人更
接近高地人群的特性，如华人马帮及其后裔①、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等经由云南、缅甸沿陆路入境的移
民②，以云南籍为主。他们长期流徙于中国云南、缅甸、泰北边境，有的本身就是少数民族③，有的则与山
地民族通婚混居④; 而另一些则具有长期在“谷地国家”生活的经历( 如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移民及
其后裔，以潮汕人、客家人、广府人、海南人和福建人为主) ⑤。泰国社会使用“钦霍”( Chin-Hor) 与“钦”
( Chin) 以示区分⑥。无可否认，上述泰北华人群体内部存在着阶序差异与族群区隔。但就我们的田野
观察而言，泰北的东南沿海移民及其后裔由于与云南华人马帮、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在特定空间区域内
长期共同生活，二者互通贸易甚至混居通婚，其族群特性已与泰国的“曼谷华人”存在较大差异，而更多
与云南籍移民共享“泰北华人”的身份。在斯科特看来，高地人群本身是高度异质的，其身份和认同是
不断流动的，许多谷地人都是“前山地( ex-hill) 人”，而许多山民也是“前谷地( ex-valley) 人”。谷地人群
( 如泰族) 会因败给更强有力的国家而分散或整体搬迁到山地;那些已经脱离国家的群体会在以后试图
隶属( 或被捕获) 这个或那个国家⑦。但与斯科特的“自我野蛮化”不同的是，地处边缘的泰北华人( 尤其
是跨陆华人) 试图通过“华人性”( Chineseness) 的宣示来摆脱“蛮夷”身份⑧。而且他们还与不同国家及
政体保持着密切关联。但斯科特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 如高地人群、谷地国家、逃离、加入) 仍然为我们
理解这个区域及群体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概念工具与理论视角。

基于此，笔者试图跳脱国家历史观与文明中心叙述的视角，通过对于泰北的田野调查⑨讨论以下问
题:作为生活在赞米亚区域的群体，泰北华人是如何定位与“国家”及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的? 他
们又是如何理解不同类型的国家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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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移民亚群体进入时间较早，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从事马帮生意过程中定居泰国并娶妻生子，成为当今泰北云
南籍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云南自封建王朝时期起就一直远离中央，民族构成相对复杂封闭，因此云南的马帮社
群，尤其是回民马帮社群和其他的来自东南沿海的早期移民社群相比，具有一定独立性。参见董孟雄、陈庆德: 《近代云
南马帮初探》，《经济问题探索》1988 年第 6 期;姚继德: 《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与分布》，《回族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后裔撤离云南后曾流徙于中、缅、老、泰四国边境，而后定居于泰北地区。这个亚群体进
入泰国时间较晚，而且大部分早年没有获得泰国国籍的合法渠道，多聚居在与泰国社会相对隔离的泰北边境“华人村”
中。据粗略估算，“华人村”共有 108 个，村民约有 20 万人。参见 Hung P Y，Baird I G，From soldiers to farmers: The Politi-
cal Geography of Chinese Kuomintang territorializ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 Political Geography，2017，58，p1-13。［美］詹姆
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 157 页。

少数民族包括阿卡( 哈尼) 、拉祜、傈僳、克钦( 景颇) 、崩龙( 德昂) 、佤、瑶、苗、回等。
⑥ 参见段颖: 《区域网络、族群关系与交往规范———基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田野经验的讨论》，《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4 期。
泰北由于靠近内陆，远离港口，在 17、18 世纪华人大量移民暹罗的时期，并没有吸引太多来自闽粤地区的华人

移民。最早在 19 世纪顺着河流到达暹罗北部的是海南人，而潮州人则在云南、缅甸、老挝及下暹罗商队贸易的利益吸引
下于 19 世纪中叶在清迈定居，直至 19 世纪下半叶，泰国普遍采用交换经济并开始兴建全国铁路网后，北部城市才开始
吸引大量来自曼谷的潮州人和客家人。参见［美］施坚雅著，许华译: 《泰国华人社会: 历史的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
社，2010 年，第 91—94 页。

［美］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 32、163、173 页。
Wen-Chin Chang，The Interstitial Subjectivities of the Yunnanese Chinese in Thailand，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08，Vol． 9，No． 2，pp． 97-122．
2016 年 7—8 月、2017 年 2 —3 月，我们以泰国北部清迈为中心、辐射周边各县对泰北华人社群进行田野调查。

具体资料搜集方法为半结构访谈法、参与观察法与文献法。我们一共对 24 位华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其家庭迁移史、
社会经济背景、政治倾向、政治参与行为等情况。我们参与观察了泰北华人的工作、生活、娱乐、祭祀、社团活动等，了解
泰北华人在不同社交场合的政治观点及其表达，泰北华人及其社团与泰国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之间的关系与互动等。此
外，我们还搜集了有关泰北华人迁徙历史、在海外的社会经济状况、参政情况、侨团活动等文献资料。



二、逃离式加入:泰北华人对国家权力的认知

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扩张，泰北华人也在与国家的长期互动中，不断调整着自身的政治倾向，
以寻求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定位。

( 一)吸纳与整合:国家权力扩张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泰北的山地民族与国家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是双方长期共同选

择的结果。对于执政者来说，在意的是政权的维护与持续，并不希望去治理边疆的山地民族①。泰北的
山地民族与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冲突，那最好的相处方式就让他们自行其是，没必要( 也没有能力) 将其
纳入管理。1939 年，暹罗( Siam) 改名为泰国。统治者开始试图将原先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打造成单一
“泰”族的土地，形成泰—国( Thai-Land) 。然而，泰国虽基于领土主权原则而划出政治空间，但却未能完
全控制其边界地区。泰北地处泰缅交界的缓冲区，曼谷王朝对于泰北地区的权力辐射主要是象征性的，
只要不挑战国王的地位及其作为最高仲裁者的身份即可，地方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流徙于这一“走
廊式边境”②的除了山地族群( ，chao khao，hill tribe people) ，还包括来往于泰缅边境的泰北华
人。无论是早期跨海还是跨陆路而来的泰北华人均被泰国政府视为“局外人”，被排除在公民权利体系
与国家统治之外。而长期累积下来对于国家与统治者的疏离倾向构成了泰北华人重要的历史记忆。

二战后，受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下，泰国政府对泰北山地民族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认为山地民族与
国家边境安全密切相关，继续放任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比如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使耕地贫
瘠，滥伐林木导致山林等自然资源被严重破坏，种植与贩卖罂粟的经济发展模式引发山民吸毒现象泛
滥，破坏社会安稳等。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泰国政府逐步采取了发展泰北地区经济、提高少数族群
教育水平、加强语言宗教同化等一系列政策，试图收编泰北边界并实现对山地民族的治理③。在这个过
程中，泰北华人既是被政治吸纳的对象，同时也作为泰国政府进行族群治理的工具。从 20 世纪 70 年代
初至 80 年代末，国民党军余部与泰方配合，在泰北赖帕蒙、赖帕当、考克考牙山等地，持续对抗泰缅边境
的苗族少数民族武装及游击队，最终帮助泰国政府平定了北部山区，也因此获得在泰定居权。

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泰北山区被逐步纳入泰国国家的基层建设中来( 尽管是有限度的) ，传统的
地方自治被现代中央化机制所替代。泰北华人村也经历了从边缘自治到进行税收管理，最终被纳入国
家行政体系的历史过程。泰北华人村原有的日常管理依靠村民自治会。1997 年，泰国政府将华人村正
式定位为行政村，纳入国家行政规划，并民选村长、组建村委会。甚至有些自治会会长兼任村长，成为泰
国基层政权的代理人④。泰北华人客观上经历了一个由“化外之民”到“国家公民”的政治整合过程。然
而，泰北华人在与国家互动过程中习得和形成的历史心性，深刻影响了其后续的群体身份建构与政治倾
向表达。

( 二)山民到公民:群体身份策略
泰北华人在确立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发展出弹性的政治倾向———“逃离式加入”。他们

在争取泰国公民权的同时维持着多重身份，试图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国家的影响。二战后泰国实施归化
政策，不少从东南沿海以及沿着马帮路线而来的早期华人移民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泰国公民。而国民党
军队及其后裔的“加入”则是更晚近的事。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民党军余部配合泰国政府剿灭泰缅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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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黄应贵主编: 《族群、国家治理与新秩序的建构: 新自由主义化下的族群性》，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8
年，第 23、48 页。

［美］通猜·威尼差恭著，袁剑译: 《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第 97 页。
P． Laungaramsri，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Thailand，in C． Mackerras ed．，Ethnicity in

Asia，London: Ｒoutledge，2003，pp． 157-173．
根据 2017 年 3 月 20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国民党军队后裔、华文教师陈先生的访谈。



境的游击队，以此获得泰国皇室批准，得以归化:“宠蒙泰国皇室的恩赐，泰国政府各方面的关怀照顾之
下，今天才能有这种安居乐业的日子，那是多么得之不易。除了对泰国皇室及泰国政府以崇高的尊敬感
激之外，也应该以实际行动来回报过往，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①上述历史文本似乎体现出泰北华
人的“国家倾向”，这也是许多学者认为斯科特的高地理论在当代不再适用的原因②。诚然，泰北地区在
被国家逐步整合的过程中，华人的陆续“加入”是客观事实，但这未必代表他们愿意接受单一固定政权
的统辖。国民党军后裔阿真由于无泰国合法身份，无论读书、就业甚至人身安全均受到了限制:“以前我
们被控制没有身份证，很多次偷偷来清迈，每次都被抓。警察抓我就说我爸妈受了很多苦，帮泰国打仗，
其实有些是自己编的。因为每一次被抓都要花很多钱，就会心疼，就编故事跟他们说。”③ 2003 年，泰国
政府同意尚未归化的国民党军余部 7000 人陆续入泰籍。阿真得知后十分高兴，立即去办理入籍手续:
“( 为了获得身份) 发什么誓都可以，什么话我们都能说。”④入籍宣誓不一定意味着效忠成为真的政治事
实，而可能只是一种仪式性表达。阿真以加入国家的方式达到另一种意义的“逃离”，即表现为获得最
大程度自决的弹性生存策略，其中政治效忠只占很少的成分。这种自决主要表现在泰北华人一定程度
上重组了自己熟悉的族群社区生活，并且维持了族群的差异性和自足性⑤。事实上，泰北华人更像是处
于国家核心区域边缘的“两栖”或“多栖”动物，试图以弹性身份游走于多重边界之间。所谓的“潮汕人”
“缅甸华人”“云南马帮”“国民党军队”等诸多标签并不完全泾渭分明，“上山”“下山”也非固定不变的
选择。逃离的历史心性无时不刻地影响着这些人群的政治倾向与身份选择。上文提及的阿真，其祖父
作为马帮长期往返于滇缅，其父亲出生在缅甸，并在那里跟随国民党“三军”辗转到清迈山区，在与缅甸
游击队打仗过程中逃跑至夜丰颂、美赛等地种果树、做小买卖; 后隐瞒从前的逃兵经历，以“缅甸华人”
身份定居在国民党“五军”集中分布的清莱山区。阿真兄弟姐妹几个后来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偷跑下
山”，在清迈、清莱生活。阿连的祖父出生于潮州，到泰北帕府谋生，阿连父亲及兄弟姐妹均出生在帕府。
阿连的大伯和小姑因参与泰共被泰国政府追捕，举家流徙至泰缅边境的美赛、大其力。大姑嫁给缅甸华
人留在缅甸。大伯、小姑以泰国归侨身份回到中国汕头的华侨农场生活，成家后又将孩子送至泰北，委
托在美赛的阿连父亲帮忙照看。阿连与兄弟姐妹则被父亲送到“山上”———美斯乐华人村( 主要居住着
国民党军余部及其眷属) 接受华文教育。阿连和弟弟凭借华人村与台湾的特殊关系以“泰北侨生”的身
份到台读大学，弟弟留台工作，阿连毕业后回到泰国清迈做生意。阿真、阿连的家族故事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泰北华人在与不同政治实体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流动与灵活的状态。以他们本土语言表述就
是:“那时乱着呢。”这种“混乱”与弹性使其能充分利用其在多个社会文化体制下的边缘性地位，并以此
作为杠杆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和政治机会⑥。

其中，遍布于泰缅老三国边境的华文学校⑦实际上是泰北华人实现“逃离式加入”的策略性工具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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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迈云南会馆成立 32 周年特刊》，内部资料。
参见张锦鹏: 《从逃离到归附:泰国北部美良河村村民国家认同的建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71 页。
2017 年 3 月 15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国民党军队后裔阿真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15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国民党军队后裔阿真的访谈。
参见郑少雄: 《把寺庙搬下山:在直接互动中获得社会空间 ———对斯科特的一个补足性反思》，《云南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3 期。
参见［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2016，第 284—285页。
泰北华文学校主要分布在泰国清莱、清迈、夜丰颂、帕耀四个府。根据统计口径以及统计来源而呈现差异，从 84

所至 96 所不等。
泰北华文教育虽然也受到泰国同化政策的冲击，但其学校规模、学生数量、教学质量均比泰国中部等国家力量

较强的地区要好。这与其地处边缘、易于受到不同政治力量博弈的影响有关。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方面一直以华文教
育为媒介与这个地方的华人实现有效互动。大部分泰北华文学校在教材、师资等方面得到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方面的
支持。



就我们所搜集到的口述史显示，不少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徙而来的华人及其后代在泰国禁止华文时期，到
泰缅边境的美赛、美斯乐、大其力等地接受华文教育，上面提到阿连的例子就是如此①。这些被认为来自
谷地国家的华人通过“上山”接受华文教育而获得了更多选择机会，其中有些人到台湾读书、就业，而另
一些人则在中泰缅边境从事旅游酒店业或玉石、茶叶、水果贸易。上述现象在云南籍移民及其后裔身上
更为凸显。泰北华人村的居民大概只有三成左右具有泰国国籍，主要是前国民党军队余部高层及其眷
属; 而还有七八成国民党军队余部下级军官与士兵以及从云南、缅甸迁徙而来的云南籍华人并无合法身
份或仅获得有限定居权②。对于很多华人村第二三代来说，学习华文、习得华人性除了原生情感的表达
外，还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选择。从 20 世纪 60 年代直至 2000 年，台湾当局对泰北华人村的汉语教育持
续投入，如出资捐助华文学校，提供教材，接收成绩优异的孩子赴台读书、工作等③。但后来台湾侨生政
策发生变化，要求去台留学者需拥有泰国护照，这导致大量无国籍者无法前往台湾就读，留台人数随之
减少。21 世纪以后，中国政府以华文教育作为开展民间外交的媒介进入泰北，为当地华人提供了一系
列资源，其中包括为无国籍者提供到大陆升大学、公费留学的机会，以及提供奖助金、简体汉语教材，并
且长期派遣汉语教师，为泰北华人提供了“难民身份”之外的更多可能。目前前往中国大陆读书的泰北
华人人数已经超过去台湾的，使用大陆教材的华文学校也日渐增多④。已有研究指出，泰北华人通过华
文教育延续其“华人性”，甚至表现出对某政体的依赖与归属⑤。但就我们观察而言，泰北华人的这种华
人性表达并非为了“归附”于某个政权，而是为了获得更为弹性的生存空间与灵活多重的公民权。
“逃离式加入”反映了当代泰北华人在与国家互动过程中的自我定位。在这种群体身份策略下，泰

北华人发展出一整套对于国家与垂直型权威更为精细的观念。国家不仅仅是一个被想象的对象、被观
瞻的象征系统，而是对普通人怎么理解国家及其权威具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及指导行动的倾向⑥。

三、分裂式归附:泰北华人对于国家权威的倾向

1932 年，泰国从绝对君主制国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国家。泰国发展出“官僚政体”，由军人和文人
把持议会。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参政机会向民众开放，政治力量呈现多元化、碎片化的发展趋势。近
年来，泰国皇室、军队以及民选力量基本处于互相制衡的状态⑦。国家权威的政治倾向作为一种集体意
识，不仅深受政治结构的制约，而且还与群体自身有着密切关系。在逃离式加入的策略之下，泰北华人
发展出分裂式归附的政治倾向，一方面将传统权威绝对道德化，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实际执政者负面化
与功利化的政治倾向。

( 一)被道德化的国王
有学者指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来源的转换，国家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法理型权威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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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2017 年 3 月 11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罗女士进行的访谈。
不能离开华人村，或者是华人村的所在县。
根据 2017 年 3 月 7 日，笔者在泰北某华人村对前国民党“三军”团长高先生的访谈。
根据 2017 年 3 月 7 日，笔者在泰北华人村对华文教师章先生的访谈。
陈文政: 《泰北中国“结”———从泰北华人学子的中国求学路谈起》，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2009 年硕

士论文。
参见项飚: 《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 年第 10 期。
参见龚浩群: 《泰国政治现代化研究述评———站在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思考》，《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3 期。
Max Weber，The Nature of Social Action． Ｒunciman，W． G． ＆ E． Mathews ( eds． )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

l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并取决于其执政绩效①，而非传统权威。但在泰国，国王成为“虚位君主”后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皇权
的神圣被转到国家机体之中。国王不仅作为最高元首发挥着整合国家认同的作用，而且也是各方政治
势力争夺的目标。与其说泰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倒不如说其建立的是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政治制
度。王权在泰国民众政治社会观念中依然占据着关键位置②。

与逃离倾向不同的是，泰北华人呈现出对于国王与王室高度“归附”的倾向。这具体表现为将国王
道德化、自然化的趋势。受小乘佛教熏陶教化，泰国是一个崇尚道德完美主义的社会③。在这点上，泰北
华人与泰国主流社会趋于一致。国王作为道德化身的表述显见于各个阶层与职业的华人身上:“以前的
老国王( 指拉玛九世，笔者注) 很有影响力，人民非常遵从，天下没有这样好的皇帝。我们很遵从老国
王，我们不以爵位来看，而是说他真的是为了人民。”④

与其高度一致地将国王道德化相吻合的是，泰北华人对于国王及皇室具有很高的道德期望。而拉
玛九世是一位具有非凡魅力与卓越领导才能的君主，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这种期待:“泰王是在政治动乱
中唯一能够摆平局面的人，正因为有泰王在，才没有人敢乱来。”⑤拉玛九世还在泰北实施罂粟替代种植
项目，照顾“山民”生计，并“大赦”国民党军队及其后裔，允许其获得在泰定居权甚至泰国国籍:“泰皇很
好，对一般老百姓都很好，非常慈祥。山地民族、少数民族那些他都照顾得非常好。他没有放弃我们，起
码我们有住处了。”⑥这些皇家计划和项目作为政治剧目都增加了国王的道德光环: “有时候看电视，看
到国王到山里面去，我都想，他生病了怎么办哦。明明是国王，但他会想，会帮我们，会去研究树木水
果。”⑦在上述政治过程中，泰北华人对国王与王室的“归附”不仅被自然化了，而且这种政治倾向还进一
步嵌入至其原生情感之中。

国王被置于一个不容怀疑的绝对道德化且自然化的位置，也很少人会怀疑国王及皇室的合法性与
正义性:“在泰国，平民百姓没有权利去问皇家的事。皇室里面的事情都不能去问。这些东西都不是我
们议论的事情，有人会去安排。”⑧

在拉玛九世身上，国王作为道德化身几乎是毋庸置疑的。随着老国王去世，泰国皇室的权威由于继
任者的“魅力”不足而受到挑战:“泰国的新国王我们还是没觉得怎么样的认同、认可。很多人都不喜欢
( 新王) 。”⑨不少人还私下议论新王的私生活:“他有几个太太啊，离婚然后再婚。”瑏瑠但即便如此，泰国华
人并无意挑战王权的政治合法性。很多人表示，尽管继承人的“形象”不如老泰王，但泰王的权威还是
会随着皇位的传承而延续下去:

新国王上台，国王嘛，基本都是为民服务的。他登基之后就是走他老爸的路了……新泰王当时
他们的印象也不是太好，但是登基了以后也没人说什么。他那些小老婆什么的也没人报道了，既然
他当了皇帝他也要像他爸爸一样，爱民如子，他还是不会乱来了。瑏瑡

对于国王的“权威塑造工程”强化了泰北华人对王权的肯定和信仰。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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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Dingxin，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9，Vol． 53，No． 3，pp． 416-433． 杨宏星、赵鼎新: 《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学海》2013 年
第 3 期。

参见龚浩群: 《泰国政治现代化研究述评———站在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思考》，《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3 期。
张锡镇: 《泰国民主政治的怪圈》，《东南亚研究》2009 年第 3 期。
2017 年 3 月 4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华文学校校长杜先生的访谈。
根据 2017 年 3 月 4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华文学校校长杜先生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7 日，笔者在泰北某华人村对国民党前军官高先生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15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国民党军队后裔阿真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2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客属会馆秘书老黄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4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华文学校校长杜先生的访谈。
2017 年 2 月 28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珠宝生意人蔡女士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7 日，笔者在泰北某华人村对华文学校赵老师的访谈。



拉玛九世去世的国丧期间，在百日之内，所有泰北华人在公共场合均着素服，所有华人社团活动都停止。
泰北地区随处可见老泰王拉玛九世的巨幅画像，画像四周挂着黑白挽联，堆放着鲜花，有不少华人会上
前祭拜。有些人甚至会专程飞去曼谷瞻仰国王遗体。这些仪式不仅是权力的展示和自我赋权的有效途
径，也是权力维护自身稳定的一种方式①。当然，泰北华人对于这种传统型与卡里斯玛型权威的仪式服
从并非是毫无保留的。事实上，国王的高度道德性是人为刻意塑造出来的。拉玛九世的百日过后恰逢
春节，有华人庆幸不用再着素服: “我穿 100 日了，我就说要春节了我就不要了，春节还是要穿喜庆一
些。”②可见，对道德化国王除了真心臣服的成分外，更多还是泰北华人的一种工具策略。

在泰国，反对国王及王权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和非泰( un-Thai) 的③。泰北华人接受对这一绝对主
义结构( absolutist structure) 的认可与归附。但他们并非被动地“加入”，而是创造性地运用国家话语，通
过对王权效忠的宣称，以实现族群在特定社会空间下的自决，绑定与国家及核心族群关系的同时保持自
身的差异性。

( 二)被质疑的执政者
泰北华人对于国家权威的理解呈现着分裂化与两极化的趋势。与全面道德化王权相反的是，泰北

华人采取了负面化与功利化具体执政者的策略。
近年来，军政府与他信派系轮流更替，成为主导泰国政局的两股政治力量④。无论是他信派系还是

军人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执政绩效与法理。泰北华人对于二者的质疑首先集中于其执政绩效上。他
信派系执政期间，曾实施一系列惠及普通民众尤其是北部山民的“草根政策”，帮助他们发展当地经济，
提高家庭收入。但即便如此，泰北华人对于其绩效合法性仍提出了质疑。从事钟表生意的章女士说:
“原来那个女的( 笔者注:英拉) 不好，很不好，她就是该给农民补贴的钱就不给，自己贪了，她和她哥哥
( 他信，笔者注) ，那个在国外的，他们在的时候很不好。”⑤从事珠宝生意的阿连也表示: “像他信这样有
钱，做生意，生意人永远贪心。有机会他肯定利己的。军人确实不会做生意，但生意人也是贪污惯了，你
不要贪污嘛。”⑥而对于目前执政的巴育政府，泰北华人肯定了其在反腐及恢复秩序、实现稳定方面的成
效，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其经济政策的不满:“军政府上台对我们不好，我不喜欢，生意不好……军人政府
很乱，给我们上很多税，搞得我们生活成本很高……对旅游业也很有影响。”⑦“我们的国家不是说安全
就 ok，在妈妈的翅膀底下，安全是安全，但是肚子饿怎么办。它的这个，business，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还不
ok。”⑧有华人也对军人政权的反腐持怀疑态度: “我认为巴育的政府反贪污就是做给别人看的，真正贪
污的就是他们自己，因为军人是不能查的，别人查不到，但他们有枪，有军队，有权力。”⑨除了执政效果
外，泰北华人还对执政者的法理合法性不足提出了质疑。这种批评主要针对目前的军政府:“现在这一
届的政府都是军队在控制，不是自由、不是投选出来的。军政府的话，一定要还政于民。”瑏瑠尽管他信派
系是民主选举上台，但也被质疑其存在贿选、卖票行为:“泰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太低了，有利益啊，就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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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 《权力与稳定》，《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 5 期。
2017 年 2 月 28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珠宝生意人蔡女士的访谈。
参见龚浩群: 《泰国政治现代化研究述评———站在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思考》，《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3 期。
2001 年，他信高票当选总理，在 2006 年被军政府推翻后流亡海外。2008 年，他信的妹夫颂猜·翁沙瓦再上台

执政，但没多久被泰国宪法法院裁定在选举中舞弊而倒台。2011 年他信的妹妹英拉当选泰国总理。2014 年，以巴育为
首的军人政府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英拉政权上台并执政至今。尽管他信派系受到打击，但其在泰国尤其在泰北地区的影
响力不容小觑。泰北地区不仅一直以来是他信派系的票仓与大本营，而且也是红衫军等社团组织尤为活跃的地区。

2017 年 3 月 8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钟表店店主章女士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11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首饰店店主阿连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7 日，笔者在泰北某华人村对国民党军队后裔、出租车司机伍迪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15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国民党军队后裔阿真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10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华文学校校董关先生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20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国民党军队后裔、华文教师陈先生的访谈。



拉。他给你 500 块就投他票。大米补贴他们也觉得是对的，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受益的人觉得就是对
的。”①而且他信派系所建立的权威主要来源于他信，不少人对其代理人如其妹英拉的执政能力表示了
质疑:“英拉，她不是很棒的。她好像是她哥哥的傀儡。如果没有她哥哥她也做不来。”②

除了负面化的叙述策略外，泰北华人在与代表现代权威的政府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功利化与机会主
义化。这具体表现在其疏离化与模糊化的政治立场上。某华人会馆的理事长表示:“政局乱也没关系，
和我们做生意的也不是很大影响，影响会有一些，他们乱他们的。我们做事守法，有生意做有饭吃，小孩
子有书读，你帮他斗干嘛。”③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华人对于红衫军、黄衫军④的暴乱持观望和躲避的态度:
“如果我们不同他们一道，也不要去理他，也不要参加，但也不要乱骂他，在他们的地方乱骂就不可以了。
如果你去跟他们很亲近，也会有一点影响，如果不要太接近就没有什么事啦。”⑤一位从事媒体行业的国
民党军队后裔也表示:“我们因为都是华人媒体，在这边生存，就会稍微低调一些……华人希望生活好，
不希望搞这个政治。”⑥功利化策略还表现在基于机会主义的弹性政治倾向表达上: “政治天天改变，我
们华人最聪明就是哪个得势我们就选哪个，哪个失势我们就不管，我们管好自己的生意就好了。”⑦泰北
华人这种看似功利化与机会主义化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其“逃离式加入”策略的产物:“其实我们不愿
意讲政治，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这个叫明哲保身嘛，这就是一种生存哲学。政府的什么政策下来，我
们都配合他们。”⑧当然没有理由说泰北华人的哪种政治倾向比其他更正统或“真实”。他们表述出来的
政治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表述所适合的社会情景出现的频率更高，也更符合群体生存策略的
需要。

在不断质疑执政者的过程中，泰北华人进一步将作为传统权威的国王与皇室道德化:“历代的泰国
总理哪个能跟国王比，比不了。总理领导政府，说要为人民做事，哪个为了人民做事? 没有，都是为了集
团利益，倒台了就跑。”⑨而王权的“不可指责性”也加剧了他们对于现代权威的疏离化与功利化。

泰北华人的这种分裂式归附既受到了泰国“二元权力中心”结构的制约，但也与其逃离式加入的身
份策略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是以认可国家传统权威的“加入”方式达到对现代权威的逃离，利用效忠皇
室的话语体系，能动性地演绎与创造了地方的国家秩序，以维护自己在边缘区域的利益。

四、结 论

以往有关泰国华人的研究主要围绕施坚雅的“同化论”范式而展开。无论是其簇拥者还是批评者
均基于一种国家中心主义视角，更多将泰国华人视作已被同化者或尚待同化者。本文则试图在以往国
家效应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当代泰北华人是如何在独特的历史进程与政治情境下协商与国家的关系并
发展出一整套理解国家权威的观念体系的。

有研究认为，随着泰国国家边界的清晰化以及国家感的建立，各个族群逐步被纳入国家机体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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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4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华文学校校长杜先生的访谈。
2017 年 2 月 28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珠宝生意人蔡女士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3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建材商人成先生的访谈。
黄衫军又称“人民民主联盟”，由一些反对泰国前总理他信的民间政治组织联合组建。红衫军则称为“反独裁

民主联盟”，其政治主张为反对人民民主联盟，并支持他信·西那瓦的政治团体。
2017 年 2 月 28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珠宝生意人蔡女士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20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国民党军队后裔、报社负责人曹先生的访谈。
根据 2017 年 2 月 27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海南会馆理事长兰姐的访谈。
根据 2017 年 3 月 20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国民党军队后裔、华文教师陈先生的访谈。
2017 年 3 月 4 日，笔者在泰北清迈对华文学校校长杜先生的访谈。



并藉由国家感的集体框架边界以定义自身的认同①。也有学者指出，西南少数民族的族群性本身就内嵌
于国家传统之中②。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无法忽视边缘群体在“加入”国家的过程中所存续的历史心性
与族群记忆对其当下行动的影响。泰北华人在与国家互动过程中，发展出一种“逃离式加入”的政治倾
向。他们一面积极争取泰国公民权及在泰定居权，一面维持着与不同政治实体的有效互动，试图利用这
种流动性、灵活性与边缘性争取最大程度的自决空间。在这个自决的空间内，泰北华人主动加入泰国的
民族国家建构，同时在国家的政治秩序和历史结构中积极寻求其作为少数族群的位置。其中，华文的延
续以及华人性的宣示，成为这个群体在实现“逃离式加入”过程中获取灵活公民权与最大化生活机遇的
策略性工具。有学者指出，逃离与加入是国家扩张历史的一体两面，既有人逃离国家，但也有人用自己
的方式加入国家以达到另一种意义的“逃离”③。“加入”是一种历史事实，而“逃离”则是一种主观认
知④。泰北华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所表现出的若即若离的“逃离式加入”正是国家这种一体两面的
注脚。

在这种“逃离式加入”的群体身份策略之下，泰北华人发展出分裂式归附以应对国家的吸纳与整
合。已有研究对于权威的看法依然无法逃脱西方主义的单线化模式，认为现代权力必然依赖于传统权
威的转型。但我们无法忽略的是，在有着“逃离”倾向或记忆的人群身上，这种权威来源的转换未必是
线性式的。泰北华人对于国家权威有着两重性。他们采取负面化与功利化的策略来应对现代权威加诸
于其上的权力支配，同时道德化、自然化国王与皇室，以认可国家传统权威的加入方式达到对现代权威
的逃离。当然，这种分裂式归附模式不仅存在于泰北华人群体中，还广泛存在于泰国山地族群中，深刻
地影响了泰北阶序政治的型塑。

赞米亚政体虽然在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下逐渐式微，但斯科特对于“逃离国家”的探讨仍然值得后
续研究者的关注。当然，本文并非要去否定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的诸多研究，也并非要忽视当代民族国
家强大的整合与吸纳能力。但当我们试图理解边缘性群体的身份策略及其对于国家权力的认知与想象
时，不仅要应充分考虑到“应然”的国家观念与“实然”国家实践之间的断裂⑤，而且不能忽视群体内部的
独立性、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多层累积的“历史心性”与族群记忆对其身份建构与政治诉求的深刻
影响。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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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温春来: 《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33—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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